開物成務 窮變通久  

文化損益視域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衍續
一、傳統文化的元典根基與歷史流變
《易經》作為中華文化的元典根基，其《經》《傳》相承，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立根鑄魂，其思想內核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奠定了堅實基礎。《易經》最初為蔔筮之書，後逐漸發展為蘊含深刻哲學思想、人生智慧與治理理念的思想經典，其 “變易、不易、簡易” 的核心特質，揭示了自然、社會、人生的發展規律。《易傳》作為對《易經》的闡釋與補充，將其思想從蔔筮層面上升到哲學層面，構建了 “天人合一” 的思想體系，提煉並弘揚了 “生生不息”“效天法地”“窮變通久”“與時偕行” “開物成務” “革故鼎新”等核心思想。
“生生之謂易” 是《易傳》的核心論斷，強調世間萬物皆在不斷生長、變化、發展，這種 “生生不息” 的生命力是宇宙的根本規律，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上天有好生之德” 將自然規律與人倫道德相結合，強調人類應秉持好生之心，尊重生命、關愛百姓，成為民本思想的重要源頭。“效天法地” 作為人生在世的行為準則，要求人類順應自然規律，效法天的剛健不息與地的寬厚包容，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統一。
易經大象傳所宣導的“君子之道” 是理想人格的集中體現，是人人可為的成聖成賢的法則。“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提煉出君子的核心品格，要求君子既要奮發向上、永不停歇，又要胸懷寬廣、承載責任，更要秉持 “經綸天下” 的抱負，將個人修養轉化為經世濟民的實踐。
繫辭傳“開物成務” 作為實踐之要，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與衍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開物” 即通曉萬物之理、認識客觀規律，“成務” 即成就各項事業、解決實際問題，強調將思想理念轉化為現實成效的根本路徑，與 “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的勤勉謹慎態度共同構成了傳統文化的實踐精神。
從元典本質來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是民本導向與實踐理性的高度統一，其並非服務於帝王統治的 “帝王之學”，而是關注民生、重視實踐的 “民生之學”、“實踐之學”。“生生不息” 的生命哲學指向百姓的民生與發展，“開物成務” 的實踐精神要求關注具體的民生問題，“效天法地”“君子之道” 則對統治者與士人階層提出了民本與實踐的要求，這一核心思想成為 易經易傳問世2500 年以來後世社會治理實踐的共同思想底色。
在 2500 年的社會治理實踐中，經歷了踐行、異化與回歸的歷史流變，不同歷史階段的學術思潮與治理實踐，展現出了中華文化核心思想的生命力與衍續的規律。
先秦至漢唐時期，是核心思想的初步踐行階段。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多受《易經》滋養，儒家 “庶之、富之、教之” 的治國序列，道家 “道法自然” 的主張，法家 “因時變法” 的思想，均與核心思想相契合。秦漢時期建立大一統帝國，將核心思想融入大一統治理中，董仲舒將 “天道” 與 “仁政” 相結合，強化了 “好生之德” 的意識形態，察舉制確立了以德行、才能選拔官員的原則。漢唐時期，均田制、租庸調製保障了小農生計，科舉制為士人階層提供了參與治理的通道，唐太宗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的民本思想，絲綢之路的繁榮發展，皆是核心思想的實踐體現。踐行階段的繁榮時期，均是百姓的創造力得到充分釋放的時期。只要帝王不折騰百姓，農業、手工業、商業、科技等領域就會取得空前的成就。
宋元至明代，是核心思想的異化階段。宋代程朱理學為應對佛儒之爭、爭奪思想話語權，吸收佛道思辨方法對儒家經典進行哲學化重構，提出 “存天理、滅人欲” 的核心主張。這一主張雖初衷是克制過度私欲、追求道德崇高，但在實踐中逐漸僵化，將 “天理” 與 “人欲” 截然對立，弱化了 “開物成務” 的實踐理性，桎梏了人性與社會活力，使核心思想偏離了民本初心與實踐本質。宋明兩代陸王心學雖試圖打破理學的僵化束縛，雖提出 “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 的主張，高揚了道德主體的地位，但後期發展逐漸走向空疏化，特別是王陽明的繼承者緣佛入儒，將 “致良知” 簡化為 “頓悟”，熱衷於談玄說妙，輕視具體實踐，導致 “知行合一” 淪為空談，學術與社會治理嚴重脫節，核心思想的實踐精神被進一步消解。
明末清初，是核心思想的回歸階段，實學思潮的興起成為核心思想回歸的重要標誌。明清鼎革的社會危機，使顧炎武、王夫之、朱舜水、顏元等有識之士深刻認識到理學與心學的空疏之弊，他們將明亡之禍歸咎於學術脫離實踐，遂發起實學思潮，宣導 “回溯元典、躬身入局、實功實行”。實學家們反對空談義理，主張學問必須服務于社會現實、解決民生問題；強調深入社會實際，瞭解民生疾苦、制度得失；注重實踐功效，將研究重點放在軍事、農政、水利、吏治等具體領域。實學思潮的本質，是對《易經》《易傳》核心思想的回歸與踐行，它重新高舉了 “生生不息” 的民本關懷，找回了 “開物成務” 的實踐理性，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正脈。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歷史流變中不斷傳承與衍續，其內在規律即 “文化損益”。即損其僵化冗餘、益其鮮活適配，在減損與增益的辯證統一中實現自身的衍續與發展。這一規律與《易經》“窮變通久” 的易理內核一脈相承，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當文化發展陷入僵化、無法適應社會現實時，必然會發生變革，通過損其糟粕、益其精華，實現與時代發展的適配，從而獲得持久的生命力。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流變，正是一部不斷損益的歷史。先秦至漢唐時期，傳統文化在踐行過程中不斷增益，吸收不同學派的思想精華，將核心思想與大一統治理、民生發展相結合，益其民本內涵與實踐智慧，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精神動力。宋元時期，程朱理學在重構儒家思想時，雖增益了儒家的哲學思辨性，但過度強化了倫理約束，損其了實踐理性與民生關懷，使傳統文化逐漸走向僵化。陸王心學試圖增益儒家的主體能動性，卻因過度強調內心反省，損其了現實實踐與社會關懷，導致文化空疏化。
明末清初的實學思潮，是傳統文化一次深刻的損益革新。實學家們損其理學與心學的空疏僵化、空談義理，摒棄了 “存天理、滅人欲” 的人性桎梏與 “談玄說妙” 的學術弊端；同時回溯《易經》《易傳》元典，益其 “生生不息” 的民本基因、“開物成務” 的實踐理性，吸納實用主義精神，將學問與社會現實、民生實踐緊密結合，使傳統文化重新回歸正脈。文化損益的規律表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並非源於墨守成規，而是源于與時俱進的革新與調整，只有始終堅守民本導向與實踐理性的核心要義，不斷損其僵化、益其鮮活，才能實現自身的永續發展。
二、窮變通久、開物成務文化是民間創新推動社會發展的強勁原生動力
《易經・繫辭上》“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開物” 與 “成務” 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開物” 是前提與基礎，指探索萬物的本質規律、通曉自然與社會的發展法則，是從 “認識世界” 到 “把握規律” 的過程；“成務” 是目標與歸宿，指根據對規律的把握，成就各項事業、解決實際問題、改善民生福祉，是從 “把握規律” 到 “改造世界” 的過程。開物成務的核心要義，在於將認識規律與實踐行動高度統一，將思想智慧轉化為現實成效，彰顯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烈的現實關懷與實踐理性。開物成務的主體形態是民間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創新基因、實踐精神、為民間創新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養與精神支撐，成為民間創新不竭的動力源泉。
首先，“生生不息、窮變通久” 的易理內核，為民間創新提供了根本的思想指引。《易經》強調 “變易” 是宇宙的根本規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一思想深入民間，成為民眾生產生活的基本準則。民間民眾在生產生活中，當遇到困難與問題時，始終秉持 “窮則思變” 的理念，通過探索與創新，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實現 “變則通” 的目標。這種 “窮變通久” 的思想，培養了民間民眾的創新意識與探索精神，成為民間創新的核心文化基因。
其次，“開物成務、躬身入局” 的實踐精神，為民間創新提供了基本的行動準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實踐的重要性，反對空談義理，主張深入實際、躬身實踐。這種實踐精神在民間廣泛傳播，成為民眾的行為習慣 —— 民間民眾始終堅持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在生產生活的實踐中探索規律、創新創造，將實踐作為檢驗創新成果的唯一標準。
再次，“天人合一、順應規律” 的認知理念，為民間創新提供了科學的思維方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 “天人合一”，主張人類應順應自然規律、與自然和諧相處。民間民眾在創新實踐中，始終秉持這一理念，注重探索自然與社會的發展規律，根據規律進行創新創造，避免違背規律的盲目行動。在農業生產中，民間民眾根據四季變化、土壤特性探索出二十四節氣，制定了符合自然規律的農業生產計畫；在手工業製作中，工匠根據材料的特性、製作的規律進行工藝創新，打造出精湛的手工藝品。這種 “順應規律” 的認知理念，使民間創新具有科學性與可持續性，能夠真正實現 “開物成務” 的目標。
民間創新推動社會發展的歷史實證不勝枚舉。
在農業領域，民間創新是推動農業發展的根本力量。中國古代以農為本，農業的發展直接關係到國家的穩定與繁榮。民間農民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不斷探索農業生產規律，進行了一系列的創新實踐：從農具創新來看，民間工匠發明了耒耜、耬車、曲轅犁、翻車、筒車等農具，不斷提升農業生產的機械化水準，減輕了勞動強度，提高了生產效率；從耕作技術創新來看，民間農民創造了精耕細作、輪作復種、間作套種等耕作技術，根據不同地區的土壤、氣候條件，探索出各具特色的農業生產模式，如江南地區的稻麥輪作、北方地區的旱地耕作等，大幅提升了糧食產量；從作物品種創新來看，民間農民不斷引進、培育新的作物品種，如占城稻、番薯、玉米等高產作物的引進與推廣，有效解決了人口增長帶來的糧食短缺問題，推動了人口的增長與社會的穩定。這些民間創新實踐，實現了對農業生產規律的 “開物”，也成就了農業發展、民生改善的 “成務”，為中國古代社會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在手工業領域，民間創新推動了手工業技藝的不斷精進與科技的進步。中國古代的手工業以民間手工業為主體，民間工匠在生產實踐中，不斷探索製作規律，進行工藝與技術創新，創造了眾多精湛的手工業技藝與科技成果。四大發明是中國古代科技的傑出代表，其中造紙術由東漢民間工匠蔡倫改進，印刷術由北宋民間匠人畢昇發明，火藥由唐代民間煉丹家發明，指南針由民間航海者在實踐中發明並完善，四大發明的出現與推廣，推動了中國乃至世界的科技進步與社會發展。在絲綢、瓷器製作領域，民間工匠不斷創新工藝，絲綢製作中的提花、刺繡工藝，瓷器製作中的青花、粉彩、琺瑯彩工藝，都達到了精湛的水準，絲綢、瓷器成為中國古代對外交流的重要商品，推動了中外文化與經濟交流。民間手工業的創新實踐，不僅提升了手工業的生產水準，還推動了科技的進步，為古代社會的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
在商業與文化領域，民間創新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商業領域，民間商人探索商品流通規律，創新商業經營模式與金融形式，創造了錢莊、票號等金融機構，解決了商品流通中的資金融通問題；形成了晉商、徽商、浙商等各具特色的商幫文化，推動了區域間的商品流通與經濟交流；發明了商標、廣告等商業行銷方式，提升了商品的知名度與市場競爭力。民間商業創新推動了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的繁榮，促進了城市的發展與市民階層的崛起。在文化領域，民間民眾根據自身的生活體驗與文化需求，創新文化形式，創造了戲曲、評書、年畫、剪紙等豐富多彩的民間文化，豐富了民眾的精神文化生活，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民間文化創新推動了文化的普及與傳承，使傳統文化更加貼近百姓、貼近生活，彰顯了傳統文化的生命力。
三、革故鼎新：華夏傳統文化的創新基因與窮變通久發展規律的本質體現
長期以來，部分觀點認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保守性、僵化性，缺乏創新基因，這一觀點是對傳統文化的片面解讀。事實上，革故鼎新是華夏優秀傳統文化的固有基因，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起源與發展來看，始終貫穿著革故鼎新的創新精神，正是憑藉著這種精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才能在數千年的歷史流變中，歷經滄桑而不衰，飽經磨難而不竭，實現自身的永續發展，並不斷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繁榮。
從傳統文化的歷史流變來看，革故鼎新始終是推動傳統文化發展的核心動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每一次發展與昇華，都是革故鼎新的結果。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爭鳴，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學派，在繼承上古文化的基礎上，根據社會的發展需求，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思想理念，實現了傳統文化的第一次革故鼎新；秦漢時期，董仲舒在繼承儒家核心思想的基礎上，融合陰陽五行學說，提出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現了儒家思想的官方化與系統化，是傳統文化的又一次革故鼎新；宋明時期，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在繼承儒家思想的基礎上，吸收佛道思辨方法，對儒家經典進行哲學化重構，推動了儒家思想的哲學化發展，也是傳統文化的革故鼎新；明末清初，實學思潮興起，摒棄了理學與心學的空疏之弊，回歸傳統文化的民本導向與實踐理性，是傳統文化的一次深刻革故鼎新。這些歷史事實表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並非靜止不變的教條，而是在不斷革故鼎新中實現自身的發展與昇華，革故鼎新是傳統文化的固有基因與發展動力。
革故鼎新的核心內涵，在於順應時代發展的規律，秉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在堅守核心要義的基礎上，實現傳統文化與社會發展的革新與升級，其本質是 “變” 與 “常” 的辯證統一。“常” 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要義，如民本導向、實踐理性、生生不息、厚德載物等，這是傳統文化的精神基因，是革故鼎新不可動搖的根基；“變” 即根據時代發展的需求進行的革新與調整，是革故鼎新的核心動力。革故鼎新要求在堅守 “常” 的基礎上積極求 “變”，在求 “變” 的過程中始終堅守 “常”，既不能因墨守成規、拒絕變革而導致僵化落後，也不能因盲目變革、摒棄核心而導致文化失根。
革故鼎新與開物成務、文化損益有著密切的內在關聯。革故鼎新是開物成務的重要動力，只有通過革故鼎新，破除僵化的思想與落後的方式，才能更好地探索萬物規律、實現實踐創新，推動開物成務的深入開展；開物成務是革故鼎新的實踐路徑，革故鼎新的理念與目標，最終需要通過開物成務的實踐來實現。革故鼎新是文化損益的核心體現，文化損益的過程就是革故鼎新的過程，損其僵化冗餘即革故，益其鮮活適配即鼎新；文化損益為革故鼎新提供了基本的方法準則，要求革故鼎新必須遵循 “適度損益、適配時代” 的原則，實現傳統文化與社會發展的和諧發展。
四、以朱舜水東傳實學為例，看中華文化正脈傳承的結果
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窮變通久”的歷史損益長河中，明末清初的實學思潮代表著對僵化理學的反撥與對元典精神的回歸。其中，朱舜水（朱之瑜）的實學思想與實踐，因其鮮明的“民本、實踐、事功”特質，以及對《易經》《易傳》核心要義——“生生不息”的民本關懷與“開物成務”的實踐理性——最徹底的秉持，而成為這一正脈的集中體現與鮮活典範。他的思想不僅在國內完成了對文化異化的糾偏，更東傳日本，產生了深遠的跨文化影響，其命運浮沉也反向印證了固守正脈與背離正脈所導致的不同歷史結局。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朱舜水曰：“有一位大師，在本國幾乎沒有人知道，然而在外國發生莫大影響者，曰朱舜水。日本史家通行一句話，說‘德川二百餘年太平之治’。說到這句話，自然要聯想到朱舜水。
崇禎十七年明亡，舜水年四十五，其早歲絕意仕進，僅為貢生，未膺官職。福王建號南京，馬士英羅致之，舜水辭不就，遁走。自南京失陷至永曆被害，十五載間，舜水奔走國事，曆赴日本、安南、暹羅，亦數歸中土，嘗與張蒼水共事舟山，入四明山助王完勳練寨兵，偕馮躋仲赴日本乞師，從鄭延平入長江北伐。及事勢無可為，以誓死不剃髮，亡命日本以終。時日本斥外人，不許留居，民間志士重其為人，破例容其居長崎。居七載，日本宰相德川光國聘之至東京，待以賓師之禮，親受業為弟子，藩侯藩士請業者甚眾。舜水以光明俊偉之人格，平實淹貫之學問，肫摯和藹之感情，施莫大感化於日本。德川二百年，日本遂成儒教之國民，其最大動力，實出舜水。後德川光國著《大日本史》，標‘尊王一統’之義，五十年前德川慶喜歸政，廢藩置縣，成明治維新之業，是書功最著，而光國之學，盡受于舜水。故舜水不特為德川朝之恩人，亦為日本維新致強最有力之導師。”
朱舜水因抗清無望而東渡日本，其思想在日本江戶時代得到了德川光圀等有識之士的尊崇與系統傳播。他長期講學，將中國經世致用的史學、先進的禮樂制度、工程技術乃至治國理念傾囊相授。他的思想深刻影響了日本古學學派（如安東省庵、山鹿素行等）和水戶學派。水戶學派編纂的《大日本史》，其精神內核即是朱舜水所宣導的“忠君愛國”、“大義名分”與經世思想。這一思想源流，為後來日本面對西方衝擊時，能夠迅速轉向“實學”，摒棄空洞的朱子學爭論，轉而學習西方科學技術與制度（即“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雛形），提供了重要的本土思想接引點和內在動力。因此，朱舜水的實學思想通過影響日本近代思想的啟蒙，間接地為明治維新的發生鋪墊了文化心理與認知基礎，成為中華文化正脈滋養鄰邦革新自強的典型案例。
梁氏于舜水評價最著者，複曰：“舜水之學不行於中國，是中國的不幸，然而行於日本，也算人類之幸了。”
朱舜水的實學思想，是明末清初實學思潮的傑出代表。他親歷明朝滅亡的慘痛，深刻反思將亡國之禍歸咎于宋明理學與心學的空疏迂闊，認為其“專在理學研究”，“袖手談心性”，嚴重脫離了“開物成務”的實踐根本。因此，他旗幟鮮明地宣導“實理實學”，主張“學問之道，貴在實行”，“聖賢之學，俱在踐履”。其思想核心可概括為：
“經世致用”為根本：學問必須有益於國家、社會，以解決現實問題、改善民生為最終歸宿，直接呼應“開物成務”的實踐精神。
“躬行實踐”為路徑：強調知識來源於實踐並服務於實踐，反對空談性理，主張深入社會實際進行調查研究，即“躬身入局”。
“回溯元典”為方法：主張越過宋明儒者的注疏，直接回歸《六經》等先秦元典，特別是《易經》《易傳》與《尚書》中蘊含的民本與實踐思想，以正本清源。
反觀滿清大興文字獄，正脈文化壓抑直接導致落後挨打。與朱舜水實學思想在日本的生機勃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一時期清朝的文化政策。清王朝為鞏固統治，在思想文化領域推行高壓政策，尤以大興文字獄為甚。這一政策本質上是對以“開物成務”和“革故鼎新”為核心的中華文化正脈的系統性壓抑與閹割。
扼殺批判與創新精神：文字獄以“莫須有”的罪名殘酷鎮壓任何可能包含譏諷、批判或獨立思考的言論，使得知識份子“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不敢研究現實問題，不敢提出新見解，徹底扼殺了思想活力與“窮則思變”的創新基因。
導向脫離實踐的考據訓詁：在恐怖氛圍下，學術研究被迫轉向安全的、脫離現實政治的領域，如古籍考據、文字訓詁（乾嘉學派）。雖然這在文獻整理上有其學術價值，但從文化發展的整體脈絡看，這導致學術嚴重脫離“開物成務”的實踐軌道，背離了實學“躬身入局”的精神，使思想界沉溺於故紙堆，無力回應社會現實與時代變革。
強化思想僵化與奴性：通過編纂《四庫全書》等大型文化工程進行有選擇的“稽古右文”同時，也系統性刪改、銷毀不利於統治的書籍，進一步強化了思想統一與僵化。這使得程朱理學中維護綱常、壓抑人性的部分被固化為主導意識形態，而其中任何可能通向實踐理性與民本思想的活潑因素則被抑制。
其結果，直接導致落後挨打。當西方世界在工業革命中蓬勃發展“開物成務”的科技與經濟時，清朝的知識精英卻大多沉溺於考據或空談義理，整個社會失去了應對千年變局的思考能力、創新勇氣與實踐動力。文化正脈的斷絕，使得社會無法完成基於“窮變通久”規律的自我更新，最終在鴉片戰爭後陷入了深重的民族危機。這一歷史教訓深刻表明，背離以開物成務和革故鼎新為核心的文化正脈，禁錮思想，壓抑創新，必然導致文化的衰敗與國家的落後。
近代以來，面對深重的民族危機，中國先進的知識份子再次從歷史中尋找思想資源，明末清初的實學思想因其強烈的現實關懷與實踐特質而重新得到重視和發揚。這一實學精神的回歸與昇華，在教員的思想與實踐中得到了最具代表性的體現。
對傳統文化“損益”性的繼承：教員對儒學的批判（如“批孔”），並非全盤否定傳統文化，其批判的焦點實質是被宋明理學僵化、為封建統治服務的禮教綱常（即“禮教”），這與王夫之、朱舜水等明清實學家批判理學空疏與僵化的立場一脈相承。其目的是破除思想枷鎖，解放被壓抑的實踐理性與民本精神。
接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教員將傳統文化中“實事求是”（語出《漢書》，經明清實學家宣導）這一概念，進行了馬克思主義化的改造與提升，將其確立為黨的核心思想路線。“實事求是”要求從客觀實際出發，探究事物內在規律，以此作為行動指南，這完美地繼承了“開物”（探究規律）與“成務”（指導實踐）相統一的實學精髓，並將其系統化、方法論化。
撰寫《矛盾論》《實踐論》對易理思想的現代衍續。在《實踐論》中，教員系統闡述了認識來源於實踐、服務於實踐並受實踐檢驗的辯證過程，這是對“開物成務”和“知行合一”（經實學改造後的）思想的深刻哲學發展。在《矛盾論》中，他闡述的對立統一、變化發展的法則，與《易經》“一陰一陽之謂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辯證易理內核高度契合，並賦予了其現代科學的表述形式。這兩部著作，可視為中華文化正脈——特別是《易經》的辯證思維與實學的實踐精神——在新時代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典範。
因此，從朱舜水到教員，展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正脈在歷史關鍵時刻的頑強生命力。這條正脈跨越時空，始終圍繞著“民本”與“實踐”兩大核心，在“窮變通久”的規律下，通過不斷的“文化損益”與“革故鼎新”，實現著自身的衍續與發展，並為中華民族的每一次奮起提供著深層的文化動力。
結論：梳理3000年華夏文化發展脈絡，華夏文化傳承與衍續的脈絡是清晰，底層邏輯是不變的，窮變通久，革故鼎新，自強不息，開物成務。君子之道，人人可為。無論正史如何標榜帝王建功立業，都不過是在給帝王的臉上塗脂抹粉。不否認幾個關鍵人物起的作用，但總體上看，作用有限。不過是肉食者謀之而已。打江山，坐天下，多是為皇家子孫福祉而魚肉百姓。這不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華夏文化正脈，是君子之道。她的傳承與衍續至今不離易經易傳。君子終日乾乾，是為老百姓謀福祉。看過易經易傳之後的2500年歷史，才能理解“易曰：群龍無首，吉。”的真正含義，才能體會無為而無不為的道理，才真正懂得偉人為什麼反復強調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其實華夏文化的傳承和衍續一直是按照易經易傳所揭示的規律運行的，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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